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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与前景 

曾刚 曹贤忠 朱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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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摘 要】：城市协同发展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

一。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借助空间相关、Zipf 规模位序等定量方法，对 2021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计算分析。研究发现，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总体东高西低呈橄榄型分布，且城市等级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

与生态支撑等 4个分领域相辅相成，存在正相关关系；三大城市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的战略引领和支撑能

力作用明显。最后，提出应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四链融合、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综合效能、培育全方位开放新

优势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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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新时期重要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城市协同发展是经济地理学者近期关注的热点问题[1,2]。在“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下，长江经济带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

内对外开放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 年 11 月 1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京召开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

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密度最高的经济走廊之一，也是世界上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内河流域经济带，在我国总体发展

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
。2021 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总面积为 205 万 km

2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21%,GDP 为 53.02 万亿元，

占全国 GDP 总量的 46.36%,人口规模为 6.0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42.92%。因此，在经历第四次产业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当下，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应该成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顺应时代大势、遵循科学规律的先行者、示范区，探讨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格局及其发展前景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马世骏复合生态系统、Cooke 区域创新系统、Bathelt 关系经济地理等理论[4,5,6],在充分借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世界银行城市竞争力指数、国际 ISO 协会可持续城市标准指标体系等成果[7],从城市自身发展水平和外部合

作条件两个方面入手，构建由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保护四大领域 18个指标组成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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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全国制造业 500强总部数、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银行总分支行数、“双一流”建设学科数量、合作

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机场客货运量、铁路班次数量、互联网用户数、空气质量指数(AQI)等 9个指标用于测度城市外部合作条件，

其他 9个指标用于测度城市内部发展水平。 

1.2 指标计算方法 

评价对象为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按照指标赋权、数据标准化和指数计算等 3 个步骤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

行评价。第一步，采取逐级分配的方式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首先，将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总体权重设为 100%;再按目标层下

属的 4个要素层，根据专家打分法，按经济发展(权重 20%)、科技创新(权重 30%)、交流服务(权重 20%)、生态支撑(权重30%)的

比例分配；最后，对各要素层下的每个具体指标进行等比分配。 

第二步，确定指标性质，采用最大值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8],计算各个指标得分。首先，区分该指标是属于正向指

标还是逆向指标。对于属于正向指标的数据，将目标值的水平设定为 100 分，指标数据与目标值的比值为初始得分；对于属于负

向指标的数据，先把数据进行反向化处理，再将目标值的水平设定为 100 分，指标数据与目标值的比值为初始得分。计算中若出

现负值，则统一进行归零处理。某个城市在某个指标上得分越高，则可以表征该城市当年在该领域表现越好，反之则越差。 

第三步，根据各指标权重，加和得出长江经济带 110个城市每个要素层以及整体指标得分。城市的某一要素层得分越高，则

表示该城市在该方面表现越好；整体得分越高，则表明该城市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中水平越高。 

1.3 空间自相关分析 

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关系，包括空间集聚效应以及空间异质性分析。首先根据 2021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计算出全域莫兰指数以表征空间集聚效应，其取值范围为[-1,1],若其数值大于0,则说明城市协

同发展能力存在空间正相关，即相邻区域之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具有相似属性，数值越大说明空间集聚效应越强；若其数值小于

0,则说明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存在负相关，数值越小则说明各空间单元的离散性越大；若其数值为 0,则说明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服

从随机分布，地区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全域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I)计算公式如下[9]: 

 

式中：n为长江经济带城市数；yi,yj分别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城市协同发展能力 为全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平均值；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根据各城市距离平方的倒数计算得到。 

另一方面，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I)可以反映每个城市与相邻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以弥补全域莫兰指数不能

表现城市间空间依赖性的不足。以莫兰散点图将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分为 4 个象限的集群模式，用以清晰识别一个城市与邻近城

市的空间关系，其中，第Ⅰ象限为高-高组合，表示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高的城市被同是高水平的城市包围；第Ⅱ象限为低-高组

合，表示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低的地区被高水平城市包围；第Ⅲ象限为低-低组合，表示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低的城市被同是低水平

的城市包围；第Ⅳ象限为高-低组合，表示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高的城市被低水平的城市包围，其中，第 I、Ⅲ象限，即高-高(低-

低)组合表示相邻城市存在空间正相关，第 II、Ⅳ象限，即高-低(低-高)组合表示相邻城市存在空间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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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

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榜单、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各省市《重点监控企业名录》、教育部发布的国家“双一流”

建设学科名单、国家专利信息数据库、百度地图兴趣点(POI)数据、本地宝网站(http://hcp.bendibao.com/)、生态环境部官方

网站数据以及相关省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避免单个年份个别指标波动的影响，每项指标数值采用了近

3年的平均值。此外，双碳行动计划相关数据来自于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政府文件中与“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部分内

容，通过文本分析根据出现的词频和重要性，按其目标设定和要求，对其进行 1～5分赋值测算。 

2 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的综合计算，得到2021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测算结果及其空间分布图

(图 1)。 

 

图 1 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分布 

2.1 协同发展能力总体东高西低呈橄榄型分布 

上海、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重庆、苏州、宁波、合肥、无锡 10个城市居排行榜的前 10名。上海作为龙头城市，在长

江经济带各城市中独领风骚。排名前 10的城市中除杭州、南京、成都、武汉、合肥等省会城市外，非省会城市江苏苏州、浙江

宁波、江苏无锡也位居其中。协同发展能力最后 10 个城市分别为益阳、临沧、随州、娄底、铜陵、雅安、昭通、眉山、池州、

萍乡。从总的格局来看，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依然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以及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较高的核心边缘

格局。 

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与其位序近似服从Zipf 的规模位序分布规律，剔除极大值之后，其得分的对数与其排序

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80.03%(图 2)。2021年度规模-位序拟合线反映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协同发展水平呈现出较大差异的特点。 

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内部各城市间的协同发展能力差距比较显著，按照自然断裂点，分别为 7、8、10、25 和 41,可以将

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分为 6个等级： 

第一类：龙头城市(68.23 分，1个城市):上海。上海的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 110 个城市中排名首位，得分遥遥领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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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第 2位的杭州，是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龙头城市。上海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得分一枝独秀，分别领

先第二名 32.24 分和 48.69分，在交流服务领域上海同样位居榜首，但其生态支撑协同发展能力位列第 28位。 

 

图 2 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得分-位序分布图 

第二类：高级区域中心城市(41～25.01 分，10个城市):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重庆、苏州、宁波、合肥、无锡、长沙。

这 10个城市分别位居长江上、中、下游，是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辐射

带动作用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整体而言，它们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等领域均位列第一梯队，然而在生态支撑领域则

差异明显，总体水平不高，它们的生态领域平均得分为 12.50,相当于生态领域排名的第 33位。 

第三类：一般区域中心城市(25～10.01 分，40个城市):昆明、贵阳、常州、南昌、镇江、嘉兴、温州、绍兴、南通等。这

类城市在综合能力保持较高水准的前提下，往往在个别分专题领域表现突出，例如贵阳作为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

心区，是中国最重要的数据中心基地，而数字经济产业也成为这座城市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四类：区域重要城市(10～8.01 分，35 个城市):玉溪、广元、衡阳、达州、郴州、抚州、泸州、德阳、南充等。这类城市

的总体协同能力一般，辐射带动能力一般。不过，这些城市大多是地方性经济中心，在当地对邻近区域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

力；部分城市依赖于当地资源禀赋，形成专业化的城市职能(如旅游城市景德镇、黄山，矿业城市六盘水),在个别领域有较强的

对外服务功能，其未来的协同发展能力提升空间较大。 

第五类：地方重要城市(8～7.01 分，14个城市):荆门、六安、荆州、淮北、张家界、怀化、邵阳、咸宁、攀枝花等。这类

城市总体协同能力较弱，辐射带动能力相对有限。这类城市总得分较低，但是有不同的表现：一类是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

流服务、生态支撑各个分领域的协同水平都不够突出，如荆门、荆州等市；另一类是在某一个领域表现较差，导致协同发展能力

靠后，如张家界、新余等市，它们在经济发展、交流服务、生态领域表现尚可，但在科技创新领域则短板明显。 

第六类：地方一般城市(=<7 分，10个城市):益阳、临沧、随州、娄底、铜陵、雅安、昭通、眉山、池州、萍乡。这类城市

协同发展能力薄弱，与前五类城市相比差距显著。限制这类城市协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基础薄弱，且科技创新短

板明显，没有十分突出的优势领域；二是对外联系强度很低，交流服务能力较弱，城市职能以为本市范围服务的非基本职能为

主，难以为发展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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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领域协同发展能力相辅相成 

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等 4 个分领域相辅相成。对 4 个分领域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能够更加全面地揭

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协同能力的变化情况(图 3)。4个专题领域，两两之间均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交流服务能力与经济发展能

力相关系数最高，高达 0.8957,经济协同能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 8个位于交流服务能力排名的前十；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性系数次高，为 0.8910,反映了科技创新在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的核心驱动作用；科技创新

与交流服务能力的相关系数为 0.8652,反映了创新主体互动交流固然有赖于与之配套的交流服务能力作为支撑，但地理邻近性在

科技创新合作交流方面的作用稍有下降，城市之间在已建立的创新合作基础上产生的社会邻近、认知邻近和信息邻近等对科技

创新的促进作用凸显；生态支撑协同能力与其他 3 个领域的协同联动呈现出弱正相关关系，打破了长期以来生态支撑能力与其

他三者的负相关关系的局面，反映了全流域整体上更加自觉、更加创造性地践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

具体来看，经济发展与生态支撑能力之间相关系数为 0.0989,反映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由对立到相辅相成的转变；科技

创新与生态支撑能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444,虽仍是弱正相关关系，但是高出经济协同领域与生态支撑领域的相关关系，是以

科技为支撑建设生态文明稍显成效的体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458,反映了交流服务能力的改善在生态环

境领域得到更多有效的投入与转化应用，同时生态支撑协同发展能力的提升对交流服务水平的改善提供明显的优势。 

 

图 3 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 4个专题领域相关关系图 

2.3 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集聚和差异并存 

2.3.1 不同流域空间集聚效应表现迥异 

全域莫兰指数检验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协同能力以及经济、生态领域呈现显著的邻近扩散效应，一体化特征显著，但

科创、交流领域，则呈现极化、袭夺效应。具体而言，经济发展领域和生态支撑领域，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长江经济

带 110 个城市的经济协同发展能力和生态支撑协同能力在空间分布上同样是在空间上趋于集聚，长江经济带经济协同发展能力

和生态支撑协同能力存在空间上、区域上集聚的现象。而科创协同发展能力和交流服务协同能力，虽然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

但却不够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城市在科创协同发展水平和交流服务协同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现象不明显。由于科技创新的协

同发展主要靠吸引外部资源和人才，因此没有形成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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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空间异质性地域差别巨大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能力空间异质性明显。东部长三角地区以“高-高”集聚为主，中西部省会邻近地区以“高-低”(核心

-边缘结构)极化态势为主，其它地区则呈“低-低”集聚态势。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局域莫兰指数散点图表明(图 4),4

个象限均存在一定数量的城市，说明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上，4种组合的城市集聚类别同时存在。 

第Ⅰ象限的城市大部分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包括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南通等城市，属于“高-高”

组合。这些城市自身的协同发展能力强，其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也强，它们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中均位居前列，属于城

市分类中的龙头城市、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区域中心城市。这类城市不仅保持自身高质量发展，也带动邻近城市实现共同发

展，很好地践行了一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成功案例。 

落在第Ⅲ象限的城市基本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与第Ⅰ象限相反，包括眉山、乐山、雅安、内江、娄底等城市，属于“低

-低”组合。这些城市自身协同发展能力弱，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也弱，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中排名靠后，在城市分类

中属于地方一般城市。这类城市由于自身资源禀赋相对欠缺，其周边也缺少起到引领带动作用的中心城市。 

第Ⅳ象限城市多为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包括武汉、成都、重庆、长沙、合肥、昆明、南昌、贵阳等城市，

属于“高-低”组合。这类城市的特点是自身协同发展能力强，但周边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弱，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行榜中排

名靠前，属于城市分类中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和一般区域中心城市。 

第Ⅱ象限与第Ⅳ象限相反，落在第Ⅱ象限的城市多位于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重要城市的周边，属于“低-高”组合，包括孝

感、湘潭、咸宁、六安等。这些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较为一般，在城市发展协同排行榜中排名处于中等位置，属于城市分类中的

区域重要城市和地方重要城市。虽然这类城市本身具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但这类城市在区位上多处于第Ⅳ象限城市的周边。这些

城市发展要素和优势资源往往流向武汉、成都等首位度较高的城市，因而较难提高当前较低的协同发展水平。 

 

图 4 2021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2.3.3 都市圈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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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016 年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

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3个城市群。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法，根据城市流和城市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将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

群和成渝城市群 3个城市群内部城市划分为 7个都市圈。计算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苏锡常、南京、杭州、宁波都市圈协同

发展能力指数综合得分高达 20.77,远远高于武汉都市圈的 10.94、环鄱阳湖都市圈的 10.33、环长株潭都市圈的 9.95、成都都

市圈和重庆都市圈的 11.51,沿海、内陆分异显著，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仍是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2021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和空间分析，笔者发现： 

(1)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向橄榄型方向优化。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仍然存在着显著的等级差异，但六个等级的橄榄型城市体系结构有所优化：龙头城市上海和

高级区域中心城市数有 10 个，一般区域中心城市数量有 40 个，区域重要城市有 35 个，地方重要城市有 14 个，地方一般城市

有 10 个。从城市综合协同能力分值分布来看，2021 年综合协同能力 10 分以上城市包括 51 个，达到 110 城市总数的 46.36%。

总体而言，一般区域中心城市和区域重要城市对整个经济带的支撑性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协同能力的整体增强进一步优化了

整个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城市体系，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2)三大城市群的战略引领和支撑能力作用明显。 

站在“十四五”新起点，对标《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目标要求，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战略思路得以全面

贯彻，“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上海、武汉、重庆 3个流域核心城市的综合协同能力不断提高，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主体的支撑作用和增长极效应更趋突出。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上海、南京、

杭州、合肥、苏州等大都市区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在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经济发展、生态支撑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国际竞争新优势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目标取得明显进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功能稳步提升，城市群综

合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也不断提高。成渝城市群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城市功能显著增强，双引擎带动和支撑作用日益凸

显。此外，在三大城市群以外形成一批新的区域性城市、地方重要城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发展优势产业，建设特色城市，与

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更趋紧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3)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障碍。 

一是生态短板仍然突出。110 个城市中生态支撑领域位居第一的舟山得分也仅为 19.17 分，而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

务等领域排位第一的城市得分都在 90分左右。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内城市生态支撑短板问题仍然突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保护

仍是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二是创新能力极化严重。110 个城市中科创协同能力排位第一的上海得分高达 95.48 分，

而排在末位的张家界得分仅为 0.13 分。科创协同能力前10位城市的平均得分值为 36.92分，而后 10为城市的平均得分值仅为

0.26 分，前者是后者的 142 倍。这表明经济带内城市间的科创协同能力极化十分严重；三是不同专题领域协同效应仍有待充分

发挥。四大专题领域已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生态支撑与其他 3个领域之间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仅有 0.14 左右。这表

明生态支撑领域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等领域之间的协同动能还未真正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瓶颈问题仍未有效破

解，推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仍然任重道远；四是都市圈协同发展能力高度分异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空间

差异仍然突出，长江下游地区是协同发展能力高值集聚区，长江中游地区是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的中值区，长江上游地区的协同发

展能力整体仍然较为低下且城市之间差异大。 

放眼未来，第四次产业革命开始重塑世界政经格局，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数字、关系等现代增量型因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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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资本、土地、劳力等传统消耗型因子，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位因子。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新时期新发展的重要支

撑，肩负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的重任。为此，需要尽快克服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的不足，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 

第一，五措并举，打赢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攻坚战。同步开展污染治理提质扩面、重点生态区保护修复、绿色转型双碳行动、

社会资本引入、生态服务价值实现五大举措，彻底扭转长江流域生态脆弱局面。 

第二，圈群耦合，促进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强化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的支柱作用和示范效应，依托高等级区域

中心城市建设现代化都市圈，通过构建跨界政产学研用一体化联盟、支持“创新飞地”建设等途径，推动中心大都市与周边中小

城市的良性互动，提升中小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缩小大中小城市发展差异。 

第三，链链不舍，推动四链(创新、产业、资本、供应)融合发展。由行业龙头企业、各地头部企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

建立高新技术产业联盟，探索“联盟+平台+基金”的运作模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深度融合，打造协同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体系。 

第四，网点交融，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综合效能。激活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基础研究、重大应用研究领

域的科技支撑作用，在中游(武汉)、上游(成渝联合)增设国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幅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破解卡脖子技

术难题。 

第五，带路融合，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促进长江经济带重要区域支点与“一带一路”国外关键空间布点的有效对接，将

长江经济带在汽车、摩托车、机械、电子、化工、纺织、服装等领域的产能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需求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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